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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事立体：《文心雕龙·书记》政务应用文体的起源与
《周礼》职官的行为方式关系

张炜晴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先秦礼制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不可或缺的原因。《周礼》中记载的不同职官的行为方式，包含着大量先秦

礼制中的文字实践活动，蕴藏着诸多文体的萌芽。据考，《文心雕龙·书记》24 种政务应用文体大多渊源自《周礼》

职官的行为方式。这种深切的渊源关系固然有刘勰宗经思想的因素，却并非刘勰刻意附会，而是古代文体因先秦礼

制“随事立体”生成的客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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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

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正是古代礼制对

不同特定交际场合的繁缛要求，导致人们需要采取不同的

言说行为。这些行为方式在礼制的要求下固定形成一定的规

范，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点明的“《礼》以

立体，据事制范”。规范的言说行为逐渐书面化，在被记录

下来的同时，也就渐渐演化成了不同规范的文辞样式，从而

成为古代众多文体的滥觞。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文体的生

成，是离不开先秦礼制的。因此，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先秦礼

制的儒家礼经，便隐藏着与古代文体起源相关的蛛丝马迹。

吴承学先生希望中国文体学研究拓展延伸至礼学层面，正是

为此。他清晰地指出：“无论从语源学还是文化学的角度来

看，“体”（體）与“礼”（禮）都是密不可分的。……从

礼学的角度看，“得事体”就是“礼”。笔者以为，从礼学

之“得事体”到文章学之“得文体”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延伸。

必须注意到，中国古代文体学具有礼学的基础与背景，这也

许正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固有特色之一。”李冠兰女士《先

秦礼学与文体批评》一文从礼学与文体写作论、礼学与文体

分类学、礼制溯源与文体源流论、“合礼”与“得体”之批

评等方面入手，细致深入地解释了先秦礼学对文体批评的影

响，提出“早期的文体写作具有强烈的实用性，也与实际的

礼仪活动紧密结合，必须遵从礼制的要求。因此当人们在谈

论礼的体制、准则之时，有时也会涉及相关礼制、礼仪下特

定文辞的体制、准则，辨礼之论则自然地成为辨体之论，辨

体的同时也是辨礼。”“辨体即辨礼”，正因此，从先秦礼制、

儒家礼经出发，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的起源，不仅很有意义，

而且很有必要。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的大成者，也

是忠实反映中国古代文体洋洋大观者。因此，以《文心雕龙》

中论述的文体为据，考察儒家礼经内容与古代文体起源的关

系，并非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强作“姻缘”，而是将斗榫合缝、

若合符契的二者相接，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1 从《周礼》职官的文字实践考察《文心雕
龙·书记》政务应用文体起源的必要性

承前所论，儒家礼经中所描述的先秦礼制，是研究中

国古代文体学的重要资源；条例详细地描述了先秦礼制职官

制度的《周礼》自然也不例外。《周礼》所记述的职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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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中国古代大量的文字实践活动，也就涉及了中国古代诸

多文体的起源。刘师培先生就将《周礼·春官·大祝》中的“六

辞”祠、命、诰、会、祷、诔，论作中国古代许多文体的起源： 
“今即《周礼》祝官职掌考之，若六祝六词之属，文章各体，

多处于斯。”因此，研究《周礼》职官中反映出的文字实践

活动，是研究作为古代文体起源的“言说”行为方式之重要

途径。

《周礼》职官的文字实践活动在《文心雕龙》文体论

部分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文心雕龙》中，引用、

化用《周礼》的句子集中出现在文体论。据袁芬《〈文心雕

龙〉引〈经〉书考》统计，《文心雕龙》引用《周礼》24 条，

绝大多数属于从《明诗》篇到《书记》篇的文体论部分。其

中，《书记》一篇就占据了 6 条，足证《书记》篇与《周礼》

关系匪浅。

尽管《书记》篇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与《周礼》职官文

字实践的关系值得瞩目，然令人遗憾的是，当前考察《礼经》

与《文心雕龙》关系的研究中缺乏对《书记》篇的全面考察。

丁进《周礼考论：周礼与中国文学》一书，深入地研究了《周

礼》职官与散文写作的关系，然研究集中在《周礼》职官与

历史文献、祷祝文本、戒誓和盟约文本、铭文的写作方面，

少涉其他政务应用文。高林广《“立体”和“剬范”：〈文

心雕龙〉“三礼”批评的意义旨归》以为《文心雕龙》与《礼》

有关联的文体有铭、诔、祝、盟、诏、表、奏、刺八体，论

据多从《礼记》出，仅提及刺体与《周礼》的关系。袁芬《〈文

心雕龙〉引〈经〉书考》所考出 24 条引用，亦尚有可查漏

补缺之处。杨孝俊《礼以立体：〈文心雕龙〉文体论研究》

以《周礼》切入刘勰的文体论，创造性地为文体与吉、凶、

朝觐、军礼作出了清晰的关系论断，阐明了《文心雕龙》“礼

以立体”的思想体系，蔚为大观，不然忽视了《书记》篇和

周礼的关系，白璧微瑕。而朱供罗《“依经立义”与〈文心

雕龙〉的理论建构》与程景牧《从〈文心雕龙〉“由内及外”

的思维方式看其礼学蕴涵》，则是从思想模式方面论述《文

心雕龙》与礼学的关系，少涉文体论，此不赘述。对《文心

雕龙·书记》的研究，则集中在“书记”内涵与书牍文体源

流上，对 24 种纷杂的政务应用文体也不够重视。唯有宁俊

红《〈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分析》谈到了《周

礼》与《书记》篇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的联系，虽是浮光掠影，

亦颇具开创性。但该文还是侧重于对“书记”这一概念的辨

析，没有对《周礼》职官的行为方式与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

的关系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以致存在将《书记》中“法”

一体当作法律文本的错误。

综上所述，从《周礼》职官的文字实践考察《文心雕龙· 
书记》政务应用文体起源，研究空间仍有很大的空白，有深

入考索的必要。

2 《周礼》职官的行为方式与《文心雕龙·书
记》政务应用文体的起源关系考

《文心雕龙·书记》提到的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分别

是用于“总领黎庶”的谱、籍、簿、录，用于“医历星筮”

的方、术、占、式，用于“申宪述兵”的律、令、法、制，

用于“朝市征信”的符、契、券、疏，百官用以询事的关、

刺、解、牒，万民用以达志的状、列、辞、谚。以上被刘勰

立为“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虽文学艺术的价值

不高，却依旧在官吏的政治事务、百姓的买卖生活中得以广

泛应用。在刘勰对这些政务应用文体的解释中，可以考察出

它们与《周礼》职官的深刻渊源。

2.1 总领黎庶：小宰、司会、司民、职币的行为方式

与谱、籍、簿、录

2.1.1 管理百姓文书的源头：小宰之“成”中的比 
居、版

按刘勰云：“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这

四种政务应用文体，当是应用于管理百姓。这一类型的执政

应用文体可以上溯至《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

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三曰听闾里以版图。”

小宰是仅次于辅佐王政的大宰的重要官职，地位约为后世的

副宰相。“成”，就是小宰在治理国政时所应用的文书。郑

司农将“比居”注释为“伍籍”，将“版”注释为“户籍”。

比居、版，可见这两种用于管理百姓户籍的小宰所用之文书，

是用于管理百姓的谱、籍、簿、录这类政务应用文体之源头。

具体到其中某一种文体上，亦可在《周礼》职官的行为方式

中觅其踪影。

2.1.2 籍的源头：司民掌登万民之数，条之于版
刘勰解释“籍”这一文体时说“籍者，借也。岁借民力，

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而《释名·释书契》

中明确指出：“籍，籍也，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籍”

必然关乎户口民数。而刘勰所说的“《春秋》司籍”，王惟

俭《文心雕龙训故》注云：“《春秋左传》：周景王谓籍谈曰：

‘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

籍氏这一官职，未见于《周礼》，所谓“典籍”，也未知是

否关乎户籍。

但“岁借民力，条之于版”的行为方式，却能在《周礼》

中找到起源。《周礼·秋官·司民》：“司民掌登万民之数，

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司民这一职官负责登记百姓的人数，

也就是管理户籍，并书写在“版”这一文书中，以便征调民

力的工役等事。由此观之，籍这一政务应用文体，可能源于

司民这类职官登记民数于文书“版”。

2.1.3 簿的源头：司会掌书契版图，以逆群吏之治
按刘勰云：“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

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簿是文书分门别类汇聚的簿册，

而官员则会被依据簿册考核问讯。这一解释符合《释名·释

书契》中“簿”的释义：“簿，言可以簿疏物也。”“疏物”

即分条记录事物，条列文书，是为簿册。

条列事物、记录文书这一行为方式见于《周礼·天官·司

会》：“掌国之官府、郊、野、县、都之百物财用凡在书契

版图之二，以逆群吏之治，而听其会计。”司会掌管百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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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书契版图的副本，以此为据对官员的工作进行考核。孙

诒让注云：“凡此财用出入之数，则在书契；官禄民赋之数，

则在版；田野地产之数，则在图。”司会需要按类汇聚记录

财用、俸禄、民赋、地产等事物，因此，簿的生成可能正来

自司会的行为方式。

2.1.4 谱、录的源头：小史定世系与职币辨其物而奠

其录
刘勰解释“谱”为“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

盖取乎此。”解释“录”为“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

其名数，故曰录也。”而按《后汉书·郑玄传》，“郑氏谱

诗”是指“以其列诸侯世及之次，谓之为谱”；《汉书·司

马迁传赞》解释《世本》为“左丘明有《世本》，录黄帝以

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由此可见，谱、录

是极为相似的两种政务应用文体，均有着记录世系的作用。

如此看来，谱、录两种文体，似乎是与小史这一职官

相关。《周礼·春官·小史》：“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

辨昭穆。”奠为定，郑司农注云：“志谓记也，……系世，

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记录帝王诸侯的世系，

因而有了谱、录两种文体的原初形态。然而，如此一来，谱、

录就成了历史类文体，与“总领黎庶”一事并不相干。

然更应注意，除了记述世系的谱、录之外，先秦时期

还存在着另一种应用于管理百姓的谱、录。《周礼·天官·职

币》有载：“职币掌式法以敛官府，都鄙与凡用邦财者之币，

振掌事者之余财，皆辨其物而奠其录，以书楬之。”孙诒让

注曰：“凡次第财币名物，善恶多少，记录定著于簿籍也。”

职币之官的行为方式是要以文书列清记录财物，这种文书很

有可能就是“总领黎庶”的谱、录的雏形。而后来这种文书

被小史这类史官借用了形式，不再记述财物，而是记述帝王

诸侯的人之世系，也就有了历史文本的谱、录。

2.2 医历星筮：保氏、保章氏、大史的行为方式与方、

术、占、式
不似于谱、籍、簿、录四者功用相近，方、术与占、式，

所发挥效力的领域并不重叠。其中，刘勰所言“医药攻病……

故药术称方”，表明了“方”这一文体是医方、药方。然而，

《周礼》中虽有医师、食医、疾医等医官，但未提到记录药术、

写下医方的行为方式，故此存而不论。其他三种文体与《周

礼》职官行为方式的关系，则如下述。

2.2.1 术的形成：保氏教九数
按刘勰云：“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

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术这一

应用文体，作记录算理、数学之用。刘勰将《九章》《万毕》

都纳入术的文体范畴。

掌术算的职官，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

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曰九数。”保氏负责教育，

教育内容当中包含着数算。九数是什么，《周礼》中未有详

细讲述，郑玄注曰：“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

输、赢不足、方程、旁要”，正与《九章算术》中详细讲授

的九种以解决政事生活中的实际应用问题的算理——方田、

粟米、差分、少广、均输、方程、旁要、盈不足、钩股相契。

因此，《四库提要》评《九章算术》时说：“盖《周礼·保

氏》之遗法。”

保氏这一职官负责教育，可以推测，应有教学术算所

用的文本。但此并无实据，只能谨慎地说，保氏教学数理这

一行为方式的存在，表明了先秦数理术算之学的存在，而

后有讲述数理术算的文本，也就是术这一数理类应用文体的

前身。

2.2.2 占的起源：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变动
刘勰解释“占”这一文体时说：“占者，觇也。星辰飞伏，

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由此观之，占这一应用

文体是记录所观星辰运转轨迹的。记录星轨，又为何以卜筮

之占为名呢？《周礼·春官·保章氏》中当可以找到答案。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

辨其吉凶。”保章氏需要记录日月星辰变动，来预测占卜天

下吉凶。可以推知，保章氏所记录下日月星辰变动的文本，

很有可能就是占这一文体的起源。

2.2.3 式的起源：大史抱天时
按刘勰云：“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

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与占这一文体相似，这一应用文

体主要记录阴阳五行的变化，以测吉凶。《周礼·春官·大

史》中叙述了相关的行为方式。“（大史）大师，抱天时与

大师同车。”大军出征时，大史这一职官要求“抱天时”，

即占验天时，测战争吉凶。贾公彦疏云：“先郑云‘大出师，

则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者，云抱式者，据当时

占文谓之式。以其见时候有法式，故谓载天文者为式。”可

见在军队出征时，大史需要占验天时，记录天文，所生成的

文本即为“式”这一应用文体。

2.3 申宪述兵：大司徒、小司徒、大司马的行为方

式与律、令、法、制
律、令、法、制四种应用文体，按功能可分为两类。

一种是“申宪”，申明法令的法律文本，包括律、令、制；

另一种则是“述兵”，讲解军事兵法的文本，也即刘勰所说

的“法”。

2.3.1 律的起源：大司徒以刑教中
刘勰解释“律”这一文体时说：“律者，中也。黄钟调起，

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为中正也。”

这番解释中，提到了《周礼》中的两个职官——大司乐和大

司徒。

《周礼·春官·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

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

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郑玄注曰：“国语曰：‘律

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钟。

言以中声定律。’”可见，刘勰引《大司乐》的内容，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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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调“以律为名，为中正也”，强调法律的中正性质，是

在说律这一文体的得名，而非律这一文体的起源。

而刘勰引“法律驭民，八刑克平”，才是引大司徒的

行为方式，解释律这一文体的起源。《周礼·秋官·大司徒》：

“以乡八刑纠万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

不姻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乱民之刑”。这八刑正是出于“纠正万

民”“使民中正”的目的：“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

二教焉。……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暴。”贾公彦疏曰：“刑

者禁民暴乱。今民刑得所，民得中正，不得暴乱。”易言之，

《周礼》中大司徒以八刑正万民的行为方式，在落到书面、

转化成文辞方式后，就成了“使民中正”的律这一法律类应

用文体的前身。

2.3.2 令的起源：小司徒、遂人、遂师等各掌禁令
按刘勰释“令”这一文体：“令者，命也，出命申禁，

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令即是官吏对民

申述教化的禁令所形成的文体。这类禁令在《周礼》职官所

掌职责中俯拾皆是。

《周礼·地官·小司徒》：“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

教法……与其祭祀、饮食、丧纪之禁令。”除此之外，司暴

掌宪市之禁令，遂人、遂师、遂大夫各掌其政令、戒禁，山虞、

林衡、川衡各掌山林川泽之禁令，均说明“掌禁令”这一行

为方式在《周礼·地官》中极为普遍，“禁令”这一类规定

亦在先秦视为寻常。倘若“禁令”不仅止于言说申述而成为

文辞，“禁令”类的文辞数量也会顺理成章地变得极为庞大。

那么凭中国古代文体“因文立体”的文体分类意识，令这一

文体的诞生也就可以目见了。丁进先生《周礼考论》言“禁

令虽然不是戒誓，但表示对某些事情的禁止还是相通的，不

少禁令规定直接导致禁令这一文体的产生”，确为正论。

至于“制”这一“上行于下”的文体，黄侃《文心雕

龙札记》中引刘向《七录》解释道：“文帝所造书有《本制》

《兵制》《服制》篇。”诸注家均将“制”解释为皇帝制定

的各种制度，当为不谬。《周礼》职官中未能见制这一文体

的蛛丝马迹，故存而不论。

2.3.3 法的起源：大司马、司常与百官各象其事
刘勰解释“法”这一文体时说：“法者，象也。兵谋

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可见，法这种应用文体，

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文本，而是属于军事兵法类文本。

《〈文心雕龙〉“书记”篇的命名及内涵分析》一文中说“所

谓‘典’‘法’‘则’就是刘勰所谓“律令法制”一类的文书”，

显然不确。

《周礼》中执掌军务的职官以大司马为首。大司马负

责每个季度进行军事演练。《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春，

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以教坐、

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周礼正义》

疏曰：“‘中春教振旅者’，春习兵之法也。”大司马集结

民众练兵，春季演练振旅、夏季演练茇舍、秋季演练治兵、

冬季演练大阅，分别对应回师、宿营、作战、检阅车驾四件

兵家大事（依郑玄注），并举行田猎练习实战。由此看来，

指挥民众进退疾徐，演练回师、宿营、作战、阅兵、田猎，

是大司马惯常的行为方式。这些指挥行动落于书面，就成了

兵法的原型。故而，黄叔琳在注“法”这一文体时，引《周

礼》疏曰：“齐景公时，大夫田穣苴作《司马法》。至六国时，

齐威王大夫等讨论古法，又作《司马法》附于穣苴。”《司

马法》可能就是先秦的兵法，也就是法这一文体的早期文本。

那么，为什么刘勰在谈到“法”时，会以“象”作为

解释呢？这同样可以从《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找到原因：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

名之用：帅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

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因行军指挥需要辨明不同的行政级别对应的士兵队伍，所以

须得“读书契，辨号名”，百官各自需要标明自己的徽识，

即“象”这一行为方式。

《周礼·春官·司常》中详细解释了“象”这一行为方式：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及国之大阅，

赞司马颁旗物：……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

其名，家各象其号。”郑玄注：事、名、号者，徽识，所以

题别众臣，树之于位，朝各就焉。也就是说，“象”这一书

写行为，是为了区别群臣、各就其位，是兵法能够运行有度

的基础。故而，刘勰以“象”释“法”。

2.4 朝市征信：典瑞、朝士、质人的行为方式与符、

契、券、疏
符、契、券、疏，这四种具有征信功能的应用文体是

用于朝廷和民间市场作为约信之凭的，故而刘勰将它们列为

一类。

按刘勰云，“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

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且《易·杂

卦传》云：“中孚，信也。”《说文》解释“符”为：“符，

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符”这一文体，

是用作凭证的约信之文，从玉瑞、金竹上的刻文发展到书翰

上的文本。黄叔琳引《周礼·春官·典瑞》注曰，“典瑞掌

玉瑞玉器之藏也。瑞，符信也。”证明了符这一文体来源于

典瑞执掌的玉瑞上的约信文本。

而对于“契”这一应用文体，刘勰则解释说，“契者，

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

风欤！”他将契的源头追溯至上古结绳、书契治事。此结绳

可参见李鼎祚《周易集解》“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

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

亦足以相治也”之结绳；此书契亦可参照《易·系辞下》“上

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之书契。因此可以推知，契这一文体同样是用于约誓凭信的。

对于“券”这一应用文体，刘勰解释说：“券者，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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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

以坚信誓。”“以备情伪”“以坚信誓”，都证明了券这一

文体作为约信凭证的功能。《周礼·秋官·朝士》中言债务

争议需取判书来决断，“凡有责官，有判书以治，则听”，

郑司农将“判书”注为“别券”，正与刘勰相互印证。因而

判书可视为券这一文体在先秦的原型。

而“疏”这一应用文体则是从征信文体“券”中分化而来：

“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疏作为约誓凭信的文体功用自

不必论。而这种“小券短书”，在《周礼·地官·质人》中，

可以觅见其源头。“凡卖价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

掌稽市之书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举

而罚之。”郑玄注曰：“大市，人民马牛之属，用长券；小市，

兵器珍异之物，用短券。”可见，疏这一文体就是从“剂”

这一“短券”发展而来。

这四种应用文体不仅常常一起出现，甚至能够互相转

注。例如《文心雕龙·征圣》：“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

文成规矩，思合符契。”《说文》：“券，契也。券别之书

以刀刻其旁，故曰契券。”这就说明，这类强调作为信用凭

证的四种应用文体，很可能有着共同的源头。

《周礼·天官·小宰》中有八成——八种治理国政的

文书。这八种文书中，有着用于质询债务借还、市场买卖时，

作为凭据证明信约的征信文书。“四曰听称责以傅别，……

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郑玄注云：“傅别，

谓券书也。听讼责者，以券书决之。傅，傅著约束于文书。

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责即债务，傅别也就是判书、

券书。郑玄注云：“书契，符书也。”而质剂见前文所引亦

是券书。这三种文书在《周礼》的职官中可谓运用广泛。《周

礼·春官·大史》中六官需要收藏邦国、万民的的约剂副本；

司寇、士师需要凭借傅别、约剂裁夺民间狱讼；更是有专门

的职官——司约，负责执掌邦国及万民间的约剂。这类征信

类文书，在先秦职官中的应用极为普遍，那么，它们逐渐以

类相聚，演化出专门的文体，也是自然而然的。可以说，傅

别、书契、质剂这类作为凭信的文书，应该就是符、契、券、

疏这类有着征信功能的应用文体的起源。

2.5 百官询事：条狼氏、司刺的行为方式与关、刺、

解、牒

2.5.1 关的起源：誓大夫曰“敢不关”
按刘勰解释“关”这一应用文体：“关者，闭也。出

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

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黄叔琳引《唐百官志》

注“关”：“诸司相质，其制有三：一曰关，二曰刺，三曰移。”

刘勰所引“韩非云”的内容，出自《韩非子·问田》：

“徐渠问田鸠曰：‘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圣人不见功而

接上。令阳城义渠，明将也，而措于毛伯；公孙亶回，圣相也，

而关于州部，何哉？’”所议论的是贤能的臣子是否应当从

底层做起。可见，“关于州部”应当是地方底层官吏的职务。

《周礼》当中，提到关于“出入由门”的底层官吏有司关、

司门。《周礼·地官·司关》：“关掌国货之节，以联门、

市。司货贿之出入者，掌其治禁与其征、廛。”《周礼·地

官·司门》：“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凡出入不物者，

正其货贿。”这两者主要负责检查商旅的符节证明、货物的

出入有无避税。然而，这两个职官没有书写、言说相关的行

为方式，没有与文书相关的职责任务，也没有问询、询事的

行为方式，与“百官询事”这一文体特征不符。如此看来，

这两个职官虽然说明了“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却与关这

一文体的牵连不大。

换言之，刘勰的“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应当是解释“关”

这一文体的得名由来而非实用功能。对关这一应用文体的功

能解释，应是在后句“庶务在政，通塞应详。”因政务应当

上下通达，所以刘勰引用韩非之语，强调臣子从底层官员做

起，能够通达上下政务。所以，关是一种用以通达上下政务

的文体。

而将“关”与“上下通达”这一行为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则是《周礼·秋官·条狼氏》。条狼氏这一职官，负责执鞭

戒誓：“誓大夫，曰‘敢不关，鞭五百’。”郑司农注曰：

“‘誓大夫曰敢不关’，谓不关于君也。”郑玄注曰：“谓

大夫自受命以出，则其余事莫不复请。”可见“关”是一种

言说行为，指大夫在外，需要将大小事务悉数禀报君王，以

获上下通达。由此看来，《条狼氏》中所谈到的，大夫外出

禀报君王的言说行为“关”，应当是“关”这一文体的起源。

2.5.2 刺的起源：三刺断庶民狱讼
《周礼》中司刺这一职官的行为方式是刺这一应用文

体的起源，学界没有争议。刘勰云：“刺者，达也。《诗》

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

刺是一种用以通达事务、反馈民情的文体。刘勰解释“刺”

的反馈民情功能，引《诗》经的讽刺之义；解释“刺”的通

达事务功能，引《周礼》“三刺”。“三刺”这种行为方式

出自《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

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以及《周礼·秋

官·司刺》：“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

狱讼。壹刺曰讯群臣，再刺曰讯群吏，三刺曰讯万民。……

以此三法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后刑、

杀。”可见“三刺”这一言说行为方式，是凭借讯问群臣、

群吏、群民，听取通达民情、裁断狱讼罪刑，是与“刺”这

一文体的应用功能全然相符的。因此可证明这一言说行为，

是刺这一应用文体的渊源。

解、牒两种文体，按刘勰解释，应当分别是用于征事

以对、议政咨谋，用以谋划事情、咨询建议的应用文体。这

两种文体注释资料较少，而《周礼》中也未见相关内容，为

避牵强附会，故此不作讨论。

2.6 万民达志：大司寇、士师、朝士的行为方式与状、

列、辞、谚
按刘勰云：“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

诸侯所赖，不可已也。”凭“子产有辞，诸侯所赖”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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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这一应用文体似乎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中子产

出使时所运用的外交辞令。子产出使晋国，晋侯不见，子产

破坏使馆墙壁，并在晋臣前来责问的时候巧妙运用外交辞令

表达了晋国的失礼之处。由此，叔向感叹说：“辞之不可以

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然而，假使“辞”这

一文体是使臣行人所运用的外交辞令，那么“辞”应当属于

“百官询事”类的应用文体，但刘勰却将其归类到了“万民

达志”。由此观之，“辞”应当并不是使臣的外交辞令。

而“使民达志”的“辞”，出现在《周礼·秋官·大司寇》

中：“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惸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

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以罪其长。”

大司寇执掌刑狱，而如果有百姓欲申诉情状而其长官却不传

达的，百姓可以在肺石前供辞，司寇下属的职官——士则要

听取。此中谈到的“辞”，就是百姓供述自己情况、剖白自

己冤情、传达自己情状的“狱讼之辞”。

《周礼·秋官·小司寇》：“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

《周礼·秋官·士师》：“掌官中之政令，察狱讼之辞，以

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周礼·秋官·朝士》：“左

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凡属责者，以其

地傅，而听其辞”；乡士、遂士、县士等均有“听其狱讼，

察其辞”之语。从这些例子来看，“士听其辞”已经是固定

的行为方式，而百姓在狱讼中供述自己情状这一言说方式，

也已然约定俗成被定名为“辞”。这种已被定名为“辞”的

言说方式，即是辞这一文体的前身。

对于“列”这一应用文体，刘勰说得相当简略：“列者，

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很难从中获取“列”这一

文体的应用功能的信息。而范文澜对注释“列”，则说“任

彦昇《奏弹刘整》云：辄摄整亡夫旧使到台辩问列称云云。

沈休文《奏弹王源》云：‘辄摄媒人刘嗣之到台辩问，嗣之

列称云云。’是列与辞同，即今世谳之供招也。”范注解释

得十分清楚，列是与辞相同，狱讼审案时百姓用以供招事情

的文体。郝懿行则在此基础上，批注说“古之传列，今之供

状也。”可见，（供）状、列、辞均是应用于狱讼供述的文

体，它们的来源应都是前文所述的“士听其辞”“狱讼之辞”

的“辞”。而行状则应是由供述情状的狱讼之辞发展而来，

成为叙述个人生平情状以求史官予谥之辞。

至于“谚”这一文体，按《尚书·周书·无逸传》：“俚

语曰谚”，当是由民间俚语的言说方式演化而来。因这些俚

语往往能反映民情，被《诗经》《尚书》所收录，故被刘勰

选入“万民达志”类。因《周礼》所涉，均为职官礼制，与

民俗不太相干，因此论文略“谚”不论。

3 随事立体：《文心雕龙·书记》政务应用
文体总源于《周礼》职官行为方式的原因

为什么《文心雕龙·书记》中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的起

源大多与《周礼》中职官的行为方式关系匪浅？论文将从主

观、客观两个层面探讨原因。

3.1 主观原因：禀经制式——刘勰的宗经思想
刘勰在解释《文心雕龙·书记》的 24 种文体时，常常

征引《周礼》，如律、刺等；文中未直接征引《周礼》的内容，

《文心雕龙》的注家们也往往能够凭借《周礼》对它们进行

释义，如符、疏等。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当然有刘勰撰写《文

心雕龙》时有意如此的主观因素。

刘勰撰写《文心雕龙》时，宗经的思想贯穿始终。刘

勰的宗经思想并不只是单纯的推崇儒家经典，更是认为“禀

经以制式”，要依靠经书来确立文章的体式。在《文心雕龙·序

志》中，刘勰更用“体乎经”来明确了这一点。因此，刘勰

在《文心雕龙·宗经》中，将各式文体的源流都追溯到五经

上去：“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

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

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

为根。”那么，以儒家经典的《周礼》在《文心雕龙》中“按

图索源”，能够解明《书记》篇提到的绝大多数应用文体，

就不是什么怪异的巧合了。

但将文体的源流追溯到五经上去，这是否是刘勰的一

厢情愿，是纪昀所批评的“强为分析”呢？至少，在《礼》

经这一方面，刘勰并非凭空捏造、牵强附会，而是确实有着

客观依据的。这就要谈到刘勰“《礼》以立体，据事制范”

的思想与古代文体“随事立体”的生成方式了。

3.2 客观原因：随事立体——古代文体的生成方式
承前所论，刘勰在《宗经》篇中论儒家各部经典的重

要作用与艺术价值时说：“《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

纤曲，执而后显”。强调包括《周礼》在内的《礼》经事无

巨细地制定人们政事、生活行为方式的规范。而刘勰又清楚

地意识到，这一行为方式的规范，是需要通过文章投入实践

的：“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

典”因之致用。”因此，不同的行为方式的规范，会延伸出

不同的应用到各种场合的各式文书。刘勰在《书记》篇中说

24 种政务应用文是“随事立体”“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表明了他对这一点的清楚认识。

“随事立体”这一说法，其实与古代文体的生成方式

不谋而合。郭英德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

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早期的言说方

式以及言说方式对应形成的文辞，多因其应用功能而萌生。

而提供不同的应用场合、规定不同的言说与行为规范的，正

是古代的礼制。出于礼制对不同事务的要求，言说与行为的

规范也就随事确立起来，言说的文辞随之萌生，确定为惯例

后演化为文体，并在文学自觉的时期被体认为文体。

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文体逐渐去实用化，只保留或继

承了文辞形式上的规范，不再强调在合适的场合下应用的规

范，礼制的色彩也就逐渐变淡。但《文心雕龙·书记》篇的

24 种文体则有所不同。这些应用文体仍像先秦时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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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的政务场合发挥着自己的应用功能，遵循着在合适的

场合应用对应文辞的规范，并把应用于特定的不同场合，作

为自己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根本性差异。因此，它们身上所遗

留的礼制痕迹也就格外重。因此在《周礼》中，往往能够依

据这些文体的根本性特征，找出它们最初应用的场合，辨明

它们的源头。

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书记》中的 24 种政务应用

文体总源于《周礼》职官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刘勰在宗经思

想下的刻意附会，而是出于这些文体因先秦礼制“随事立体”

生成方式的客观必然。

4 结语

先秦礼制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礼制

的“事体”，是研究“文体”不可忽视的途径。《周礼》记

载的不同职官的行为方式，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各种文体如

何在礼制萌生的丰富资源。考察《文心雕龙·书记》中 24

种政务应用文体，大多能在先秦礼制下的职官行为中觅其萌

芽，这不单是刘勰宗经思想下的主观撰写，更是古代文体生

成之客观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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